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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立国”思想的历史性转折

———吕瑞庭与米迪刚“立国”论比较研究

熊 亚 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天津　３００１９１）

摘　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以农立国”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即由“农业立国”转向“农村立

国”，由单纯探讨“立国”问题转向对中国建设之路的探索，其本质则由“立国”时如何更好地维护农业的地位，

转向“建国”中如何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期间，吕瑞庭与米迪刚（米迪刚系直隶省定县翟城村人，与

其父米春明等人在翟城村推行的“村治”被认为是民国乡村自治的先河）的“立国”论不仅标志着这一转折的

开始，而且构成２０世纪前期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研究二人的“立国”论，不仅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处理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之间的

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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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自古就形成了“以农立国”
的传统。①晚清时期，随着“以商立国”和“工商立国”
思想的形成和充分发展，“以农立国”的政策取向在
戊戌维新时期一度走向沉寂。②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以农立国”却又猝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争论的先声，并在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的论争中占据

重要地位。③与之相应，关于“以商立国”和“工商立
国”思想的研究大都截至１９世纪末；关于“以农立
国”思想的探讨大都起始于１９２３年章士钊的《告中
华农学会》等著作的发表。④由此，对于２０世纪前期
的“立国”思想⑤而言，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２２年的２０余年
似乎成为一个“思想史常常不愿意叙述”的“思想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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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停滞或显得平庸”①的过渡时期②。然而，正如葛
兆光所言，“如果换一种思路，也许‘空白’恰恰是一
种有意思的内容，而‘断裂’恰恰是一种有意义的连
续”。③ 在“以农立国”思想看似奄然的２０余年中，
其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对此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影响及其意义，仍然值得进一步追究。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关于“以农立国”言论

仍时常见诸报刊杂志，但仅有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
见书》（１９２０年），米迪刚的《论吾人之天职》（１９１６
年）、《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１９１９年前后）和《中
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１９２５年）④等少数几种略成
体系。在这些著作中，吕瑞庭和米迪刚分别阐述了
其“农业立国”和“农村立国”思想，形成了各自的“立
国”论。尽管吕、米二人的“立国”论不像章士钊、杨
开道的“以农立国”论那样受关注，但在“以商立国”
“工商立国”“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思想的此消彼
长之间，在“以农立国”论发生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
却具有重要的转承价值。鉴于已有研究成果对此鲜
有论及，本文试图将这二人的“立国”论置于２０世纪
前期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比较分
析二人“立国”论的内涵，揭示其“立国”论的历史定
位及其当代意义。

一

２０世纪之初，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复
杂而多变。在国内，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未能使
国家建设走上正轨。袁世凯死后，其部属日益分化
为直、皖等派系。军阀间的连年混战给农村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导致了农村缺乏劳动力、畜力，农田荒
废，作物受损，农家被军队占据、劫掠等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与农民赋税负担过重、土地分配不均、西方
列强侵略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致使“解决农民问题，
安定农业经济”成为“中国一切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重
要问题”。⑤ 在国际上，德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

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
终演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灾难性后果促
使中国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西方工业国家的某些

弊病，希望以欧美文明为参照，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
的农业文明中寻求出路。新的形势引发了新的思
考，“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业已出现并逐渐主导社会运
势的重商主义，此时被‘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焦
点问题所取代。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中国乡
村社会的衰败与式微，社会各界对中国乡村社会的
关注、讨论与期待，开始成为最为炽烈的时代话语，
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时主要社会、政治力量规划
未来的基点”。⑥ 吕瑞庭和米迪刚的“立国”论正是
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
吕瑞庭的“立国”论集中反映在《农业立国意见

书》中。这本仅有数十页的小册子发表于１９２０年，
是《议员吕瑞庭等请咨政府速降明令以农立国并通
饬主管官署厉行农政劝办农业建议案》（下文简称
《议案》）的附件。在《农业立国意见书》中，吕氏开宗
明义：“地球之上，万国并立，沿革不同，国情自异。
欲振兴实业，当先立主义；欲立主义，当审国情之如
何，国人之习惯若何，宜采如何之主义，……中国宜
以工商立国乎？抑以农桑立国乎？此吾人所急宜研

究之问题也。”⑦在《议案》中，又以“外观大势，内察
国情”为基础，明确提出“劝民务农，以农立国”这一
主张。⑧ 在阐述其主张时，吕氏又将“农业”和“农
桑”作为“农”的含义的基本指向。《农业立国意见
书》全文均体现了这一认识。该书绪论强调中国应
“以农桑立国”。⑨ “历史上之理由第一”认为“农桑
为立国之本，……何一非注重农政，奖励农业之功
效？”瑏瑠“地理上之理由第二”反复强调“宜注重农
业”，“此就幅员言之，宜注重农业也。……此就地势
言之，宜注重农业也。……此就气候言之，宜注重农
业也。……此就人口言之，宜注重农业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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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１页。

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重商”思潮和“重农”思潮两个方面，但“重商”与“工商立国”之间，“重农”与“以农立国”之间，似乎并不能
相互替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７１页。
《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完成于１９２５年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前文所谓的过渡期，但其主体部分在《论吾人之天职》《余之中国社会

改良主义》等文中已有表述，因此本文将其列入考察范围。

文公直：《农民问题的研究》，上海：三民书店，１９２９年版，第３３页。

王先明：《走近乡村———２０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第３２页。

吕瑞庭：《农业立国意见书》第２版，北京：北京日报馆，１９２０年版，第１页。
《议员吕瑞庭等请咨政府速降明令以农立国并通饬主管官署厉行农政劝办农业建议案》，吕瑞庭：《农业立国意见书》，附录。

吕瑞庭：《农业立国意见书》，第１页。

同上书，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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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质言之，宜注重农业也。”①“政治上之理由第
三”举出“农业可以调和过激思想说”“农业可以增长
爱国心说”“农业可以助长地方自治说”三大理由。
“经济上之理由第四”认为以“农业立国者，虽进步较
迟，而基础甚固”。“财政上之理由第五”指出“今日
农政尚幼稚，农业未发达”。“统计上之理由第六”重
申“中国应以工商立国，抑以农桑立国，不仅凭高尚
之理想，尚可求诸普通之事实”。“军事上之理由第
七”认为“农业与军事之关系，至为重要”。“风俗上
之理由第八”指出“是农业可以挽回风俗，培养道
德”。“卫生上之理由第九”认为“农业最适于卫生之
职业”。“人口上之理由第十”指出“农业可以增加人
口”，“农业可以配置人口”。结论部分则重申“岂可
天然大国，贫而弱，不注重农业，以为立国之本？”②

综观吕氏提出的“农业立国”十大理由，可以看
到，其“立国”论是立足于“一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变
化，从“工商立国”与“农桑立国”对比的角度提出的。
“农业”和“农桑”是其所谓的“农”的含义的基本
指向。
米迪刚出生于直隶省定县翟城村，青少年时期

十分仰慕范仲淹等人关于乡村问题的思想和学说，

１９岁时入定县中学学习，后赴日留学，回国后于
１９１４年将翟城村“村治”事务交给三弟米阶平办理，
亲自赴塞外进行垦荒。１９１６年，米氏回到天津，完
成《论吾人之天职》一文，并拟定直隶全省自治筹备
处第一期筹备全省自治计划草案。１９１９年，米氏在
天津组织《河北日报》编辑部，并完成《余之中国社会
改良主义》一文。１９２３年，米氏与王鸿一等人共同
提倡开发西北，１９２４年在北京参与组织中华报社，

１９２５年与王鸿一等人共同完成《中华民国建国方案
说略》。作为翟城村“村治”的重要组织者和“村治”
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米迪刚的“立国”论集中体现
于《论吾人之天职》《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中华
民国建国方案说略》等著作中。为便于分析米氏对
“农”的含义的阐释，现将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明乎此，则农村立国之说，可以深信无疑矣。诚

以农村虽小，合而言之，则为大多数人民所在地，欲
为人民谋利益，舍此实莫由焉故耳。……以谋整齐
划一之方，为国家树富强之本，为社会造大同之基，
约言之，则不过两途，其一则内地旧农村之整理，其
一则边荒新农村之创建而已。③

边荒移垦新农村图说，原系民国三年时所发动
者，盖当时旧农村整理就绪，于是乃联合同志，集股
数万元，赴绥西领购荒地数百顷，试办理想中之新农
村，以为将来提倡农村立国之经验预备。④

果图长治久安者，除以中国之道治中国外，无他
道也。此中华报所以主张刷新东方文化，于传贤政
体之下，施行考绩制度，以期治平之实现，而尤以划
一全国农村为立国之本也。⑤

吾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业农者占全国人民之
最大多数，而尤以农村组织，为其安身立命之根源。
欲改良社会，以谋多数人民福利，须从农村着手，前
已言之屡矣。⑥

吾国自古以农立国，经济基础，全在农产。⑦

今且就我数千年立国要素，而又为世界人类生
活之本之农业……条举而论列焉。⑧

吾国既以农立国，欲谋社会永久安宁幸福，固宜
从农民方面著眼，即欲图振兴工商业，冀在世界经济
界中占一席，亦应以发展农业为当务之急。而希望
农业充分发展，尤非铁路四通八达不为功。⑨

盖我民族以农立国，已数千年，近世欧美各工商
国之资本主义，尤为近数十年来，我全国上下，愿学
而未能者。瑏瑠

为今之计，惟有一面振兴工商业，以图对外，一
面仍保我农业立国之精神，以巩固社会基础。瑏瑡

以上文字表明，米迪刚对“农”的含义的理解有
四个要点：其一，作为农村的经济基础的“农业”，是
“农”的一个基本义项，且更多地被用于“农业”与“工
商业”对举之时。其二，作为农村主要居民的“农
民”，是“农”的应有之意，要“谋求社会永久安宁幸
福”，应从“农民”着眼。其三，作为农民“安身立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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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吕瑞庭：《农业立国意见书》，第２－３页。

参见吕瑞庭：《农业立国意见书》，第３－３２页。

米迪刚：《要旨及正误》，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６８年版，第２４页。

同上书，第２７页。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８６页。

同上书，第３４４页。

同上书，第３１３页。

同上书，第３５８－３５９页。

同上书，第３３９页。

同上书，第３２８页。

米迪刚：《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３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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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的“农村组织”，是“农”的一个重要义项。其
四，作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所在地，涵盖前三个义项
的“农村”，也应是“农”的义项之一。随着对“农”的
认识的深化，米氏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以农立国”的
“农村立国”论。
米氏之所以能够将提出“农村立国”论，除国内

外形势使然外，还与其早年求学经历和从事“村治”
实践有很大的关系。米氏在家乡求学之际，已认识
到“村治”的重要性，①留学日本期间，对日本的町村
制有了一定的了解。② 在家乡河北省定县翟城村进
行“村治”实践时，又认识到“农村之为物，一方为国
家政治之根本，一方又为社会组织之基础，修明政
治，固不能舍农村而他求，致入轻本重末之歧途，改
良社会，更必须对农村特别注意”。③ 进一步将米氏
的思想展开来看，一方面，他认为自治与国家政治关
系极为密切，而农村是自治之本，国家的诸多职能只
有依赖农村才能得到落实。“且即以国家政治而论，
如普及教育也，振兴实业也，征兵也，纳税也，调查户
口清理田地也，及其他关于政治上社会上之一切事
宜，均非初级之村落、自治发达而后，绝不能收美满
之效果。”④另一方面，他强调农村组织和家族制度
是中国社会基础的中坚，家族制度在纷乱的社会中
显示出了坚韧的生命力。“且即以都市论，除浮沉宦
海之官僚外……职业教育工商者，携带家眷，出外谋
生之人，甚属寥寥，盖虽以一时业务之关系，寄栖都
市，而家人父子，仍旧乡居，从事耕作，使不幸一旦失
业，或倦游思返，有故乡之家庭在，整装言旋，有童仆
欢迎，稚子侯（候）门之乐，绝无俯仰天地，何处容身
之苦。然则谓吾国社会基础，全在农村，尤以家族制
度为中坚，谁曰不宜？”⑤

综上所述，在近代以前，无论是管仲的“首重农

业”，孔子的“重视民食”（后被郦食其概括为“民以食
为天”），墨子的“固本论”，商鞅的“农战论”“本末
论”，荀子的“强本论”，王符的“务本论”，还是“农桑
之业是富强之本”（《农桑辑要》），“国之大本在农”
（《农桑衣食撮要》），“重本抑末之论固然，然本宜重，
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
乎？”（清初人王源语）等言论，⑥已能够大体反映出
“以农立国”之“农”，是以“农业”“农桑”等为基本含
义的。近代以来，尤其是２０世纪初期，“农”的含义
仍然以“农业”和“农桑”为基本指向。吕瑞庭的《农
业立国意见书》也承袭了这一旨义。而与吕氏等人
不同，米迪刚在深入理解家族制度、农村组织、农村
与国家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立
国”的主张，使“农”的含义由“农业”扩展为“农业”
“农民”“农村组织”以及涵盖前三者的“农村”。这一
认识成为其“村治”思想的基石和将“农村立国”纳入
“建国”方案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

１９１２年以后，关于“立国”和“建国”的言论时常
见诸报刊。如晏阳初认为“以农立国”，就是“离开了
农业、农村、农民，国家就不能存在”。⑦ 周宪文认为
“立国”即指国家能够“独立存在”。⑧ 孙中山在《国
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宣布：“国民政府本革命之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⑨胡适指
出：“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
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这建国的

事业？练兵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捍卫这个国

家？现代化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

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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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７９页。

有研究者认为日本町村制对米迪刚的“村治”思想颇有影响，其依据则多出自《翟城村》一书。但该书的叙述存在矛盾之处。如“迪刚
先生幼承父师之教，长游东瀛，历观彼邦最著名之各地模范农村，更根据学理上村治一级应占之重要地位，以组成翟城村之村治。”（尹仲材编
述：《翟城村》，第４７页）。“翟城村自前清光绪末年筹办村治，……除教育一项，系大致遵照部章办理外，其余多系按照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因
革损益，量为兴作，毫无模仿之见存乎其间，而四方来观者，往往辄谓本村村治系仿照日本某村某町，皆属不知内情之谈。”（尹仲材编述：《翟城
村》，第７５－７６页）。因此，关于日本村町制对米迪刚“村治”思想的影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３１４页。

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６８－２６９页。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第１—４卷相关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尤其是第１卷第４３１－４３５页，第

４卷第１８７７－１８８１页、第２２１２－２２３９页。

晏阳初：《农村建设要义》（１９３８年４月），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２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２页。

周宪文：《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漫谈农本》（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
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８９０页。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３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９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第１２６页。



第２期 熊亚平：“以农立国”思想的历史性转折

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①“我们今日要
谈的‘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我
们所谓‘建国’，只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
世界里站得住脚。”②蒋廷黻认为：“中华民族立国已
经几千年了。在当代国家之中，中国要算最老的。
我们具有国家的资格，这是很显明的事实，无人能否
认的。那末，我们近来何以又大谈起‘建国’呢？难
道我们如不‘建’就无‘国’吗？不是的。我们近来所
谓建国是建设富强的国家，能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
家。”③透过这些言论可以看到，“立国”和“建国”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二者均有“建立国家”之
义；另一方面，“立国”更强调的是国家独立存在和国
家建设、发展的基础，“建国”则更强调的是国家建设
和发展的内容，尤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
在１９０１—１９２２年间，随着“以农立国”言论的增

多，“建国”之义（或部分体现“建国”之义的“建设”，
“改建”等）逐渐融入其中，甚至出现了“立国”与“建
国”相辅相成的认识。如章乃器所言，“‘以农立国’
之所谓‘立’，至多只是一时站得住脚的意思。如果
一时站得住之后不马上加紧‘以工建国’，我们不但
不能永久立足于大地之上，甚至要负担不起抗战后
期反攻的任务。”④因此，对吕瑞庭和米迪刚言论中
含有“建国”“建设”及“改建”之义的内容进行比较分
析，应有助于认识二人“立国”论中“立”的含义。
如前所述，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见书》意在为

其《议案》提供支撑，因此关注点仍在强调巩固农业
的基础地位，并未明确提及“建国”二字。但《农业立
国意见书》和《议案》中的几段文字似乎又表明，吕氏
的认识已对此前“立”的含义有所超越。其文曰：
若能注重农桑，厉行农政，纵不能将外债偿清，

输入输出，必可略保均衡。俟国计稍裕，民生稍苏，
再行开采矿山，改良工商，国势当必日渐富强。何致
有土满人满之患？⑤

环顾列强，凡以工商立国者，虽富强甚易，而维
持较难。以农业立国者，虽进步较迟，而基础甚固。
试观美重农业，日渐富强，德重工商，竟招失败，益征
国非农不立，民非农不生。顷岁以来，内乱不息，外

债日增，咸怀倖心，靡固本业，谈国是者不曰创办铁
路，即曰振兴工商，抑知工商须原料之精，铁路赖物
产之富。若不审度利害，权冲（衡）重轻，舍本言末，
未见其可。瑞庭等外观大势，内察国情，主张劝民务
农，以农立国。行之五年而国富，行之十年而国强，
由是振兴工业，开辟铁路，出中华不涸之利，易外人
无穷之财，债务债权，固可逐渐平等，输入输出，亦可
略保均衡。⑥

诚然，吕氏将美国富强归因于“重农业”，将德国
失败归结为“重工商”的认识有失偏颇，其提出的先
“以农立国”，再“振兴工业，开辟铁路”的主张也有明
显的理想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振兴工业，开辟
铁路”的见解，已然超出了传统“以农立国”论中“立”
的含义，而与孙中山、胡适、蒋廷黻等人关于“建国”
的阐释有某些相似之处。⑦ 将“行之五年而国富，行
之十年而国强，由是振兴工业，开辟铁路，出中华不
涸之利，易外人无穷之财”与“抑知工商须原料之精，
铁路赖物产之富。若不审度利害，权冲（衡）轻重，舍
本言末，未见其可”结合起来解读，又可以看到，吕氏
对“立国”之“立”的基本认识是：既要保持国家独立，
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固守本业（农业），又要在适当
时机发展工业，修建铁路，实现国家富强。
与吕瑞庭仅使用“立国”一词不同，米迪刚不仅

多次使用了“建国”“建设”“改建”等词语，而且将“农
村立国”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中华民国建国方案
说略》之中，使二者得以并列。在《论吾人之天职》一
文中，米氏一方面以花木与根的关系作比，强调农村
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明乎此，吾人对于所居之村
落，其天职之重要可知。故深望国人勿以其小而忽
之，吾国前途，殊有望矣。”⑧表达了将农村作为立国
之基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表示：“当此共和初
建，亦欲如欧美之大多数国民之民权，为宪法之保
障，虽至愚，当亦知其不能。然则，吾国非有一良好
之宪法，不足以立国。”⑨“如欲救国，其急直追，速行
军民分治，以弭乱源。……渐谋军政根本之改良，藉
尽吾人服兵卫国之天职，以御外侮，振兴实业，培养
税源”，“再慎选代表，详慎立法，监督政府，以符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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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１９３３年第７７号。

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１９３３年第８１号。

蒋廷黻：《释‘建国’》，《新经济半月刊》，１９３９年第４期。

章乃器：《中国的工业化问题》，（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３日第２版。

吕瑞庭：《农业立国意见书》，第１页。
《议员吕瑞庭等请咨政府速降明令以农立国并通饬主管官署厉行农政劝办农业建议案》，见吕瑞庭：《农业立国意见书》，附录。

详见前文及后文。

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６９页。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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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之成规，不畏威迫，不受利诱，期入民主立宪之
正轨。”①这种认识又对传统“立国”论中“立”的含义
有所突破。
在《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一文中，米迪刚又

以巨室比喻国家，提出要“凭藉我社会固有之规模，
宜保守者保守，宜改良者改良，扩充而光大之，同时
再将欧美各国近百年来所发明物质上之新文化，取
长补短，点缀其间”。② 米氏一方面强调了农村的基
础地位，“谓为欲国家政治之根本改善，全在农村，亦
非为过，以欲得良政府须有良社会，……欲得良社
会，须有良人民，欲得良人民，须有良农村也”。③ 另
一方面又提出了建设和改良社会的一些具体方法。
如，从农村着手，采用预备教育费贷用储金等手段来
发展和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均有享受相当教育之
机会”；④利用外资发展铁路、轮船、飞机等近代交通
工具和殖边事业；⑤制定适当方针，促进工商业发
展，“当斯时也，势不能不深思熟虑，规定一至当方
针，使其与吾国社会基础，不致发生动摇，而工商业
之振兴，亦足以勉强与彼列国相周旋，此实吾国目前
极关重要之最大问题也”；⑥将规模较大且与民有利
的工业收归公有，“按其性质（如铁路矿产之类）可提
归公有者（按公有即国有、省有、县有、村有之类），一
律提归公有”。⑦ 虽然米氏的直接目标仍在于维护
和巩固农村，尤其是农村组织和家族制度在中国社
会中的基础地位，但利用外资发展近代交通，振兴工
商业，将铁路、矿产等大规模工业收归公有等认识，
却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立国”论中“立”的含义。
在《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中，米氏列出了１２

大问题。这些问题大体可以归为基本指导思想和原
则与具体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在基本指导思想和原
则上，一是明确提出中华民国建国的标的，即“以中
国固有文明为主，以欧美物质文明副之，建设政教合
一，君师并重，凡我吾族人民均能正德利用厚生之中
华民国，为世界开一真正共和之先例（按欧美今日所

谓共和者非共和实共争也）”。⑧ 二是重申“农村立
国”的基本原则，“吾国自古以农立国，数千年于兹，
本源所关，尤在农村”。⑨ 三是尊崇“学治主义，以济
法治之穷”。瑏瑠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米氏首先重申了民主传
贤政体，其内容与《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一文中
的设想大体相同，即村长任期九年，三年考绩一次，
最优者升任县长，县长任期和考绩与村长相同，最优
者升任省长，省长任期和考绩与县长相同，最优者升
任国长。瑏瑡 然后米氏又提出在选才上将考绩试功与
乡举里选同时并行，“以为中华民国传贤政体，长治
久安之保障”。瑏瑢 在教育上废除机械教育，恢复“师
弟制”。
接着，米氏着重阐述了重农、工商和殖边三大政

策。瑏瑣 在米氏看来，“重农政策”是“农村立国”原则
的必然要求。要在“大地交通、列国竞争”的时代，将
中国固有文化发扬光大，“近以福我邦家”，“更进而
福及人类”，实现世界大同，不能不注重农业政策。
在将“农村立国”确定为“根本改建国家最切要之图”
之后，应由“各该农村学成下野充任村长等职者”指
导农业改良、提倡农家副业、组织各种协作社，“藉人
民互助之道德，养成礼让为国之美风”。同时采取村
长实施考绩鼓励，农商部、实业厅、县知事、劝业所、
警察所等努力推行“国家特颁考成专条”，开展交通
及水利建设、修订税则等多种措施，以便于“重农政
策”的推行。
在阐述了重农政策之后，米氏从“士农工商四

者，原为人类社会组织，互相为用以资生存，而谋便
利之自然结果”，“当此经济潮流压迫之余，吾人为图
自存计，对于大规模之工商各业，不能不力谋振兴以
（与）并世列强相周旋”的认识出发，一面提出应振兴
工商业，一面强调要保持农业立国精神。同时制定
了发展工商业的具体政策：铁路、矿产、森林、航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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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３００页。

同上书，第３１２页。

同上书，第３１６页。

同上书，第３３８－３４０页。

同上书，第３４５页。

同上书，第３４６页。

米迪刚：《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３７３页。

同上书，第３７５页。

同上书，第３９８页。

同上书，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同上书，第３８１页。

以下参见米迪刚：《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３８３－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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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工商业收归公有（国有、省有、县有、村有）；尽
量发展对全体人民有益的工商业，反之则禁止制造
运输；改进工人待遇，在工作时间、工资、娱乐、省亲
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等。
在米氏的设计中，“殖边政策”是“建国”方案的

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除在《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
义》《上冯督办绥西试办屯垦计划书》中专门对殖边
事业展开讨论外，还在《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中
一面提出选择交通便利之地实行移民垦殖、广筹资
金创建大规模银行、操纵金融、展修铁路等方针，一
面制定开发三边政策，即先在西北、西南、东北三处
设立屯垦督办，然后由中央政府募集巨款，创办银
行，修建铁路、发展交通，之后再向三边大举移民，
“酌采古代井田成法，按民授田，组织农村，使边荒初
僻，即造成备极巩固之社会基础，以便保存我孝弟力
田之固有文化，而光大之”。
继三大政策之后，米氏分别阐述了财富分配制

度①和军事制度，然后又着重阐述了政府的组织系
统。其中，中央政府由一府六院组成，国长公府下设
国学、国政、国法、国计、国藩、国审六院。省政府由
一署五院四厅组成，省长公署下设省学、省政、省法、
省计、省审五院，省政院下设教育、实业、财政、警察
四厅。县政府以一署四院四局组成，县长公署下设
县学、县政、县法、县审四院，县政院下设教育、劝业、
财政、警察四局。
在方案的最后，米氏提出了“全国特别附设之敬

老制度”，“以示崇德报功之至义”。②

综观整个《中华民国建国方案》，“农村立国”的
指导思想在《论吾人之天职》和《余之中国社会改良
主义》中已有体现，③建国标的、传贤政体中的考绩
制度、重农政策、工商政策、殖边政策、军事制度等在
《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也有反映；中央与地方政
府组织、全国附设之敬老制度等，则未出现在前两文
中。因此，就此意义而言，《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
应是米迪刚等人“以农立国”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的产

物。其中的政府组织、敬老制度等设想，更进一步丰
富了“立”的含义。
民国建立后，随着孙中山的“建设”思想和“建

国”思想的广泛传播，“建国”逐渐取代了“救国”口号
的地位。④ 在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过程中，“立国”
与“建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渗透与融合。在吕瑞
庭和米迪刚的“立国”论中，均能够看到以建设现代
国家或民主国家为目标的“建国”论的影子。只是，
与吕瑞庭的模糊认识不同，米迪刚一方面十分重视
农村组织和家族制度在中国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强
调保持“农村立国”精神，并将其贯穿于整个《中华民
国建国方案说略》之中。⑤ 另一方面又将发展近代
交通、振兴工商业和建设“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以
欧美物质文明副之”的中华民国等认识融入其“立
国”论之中，从而使“立”的含义中增添了更多具有时
代性特征的内容。

三

虽然“以农立国”思想对中国历史进程颇有影
响，但较为成熟和成系统的思想言论并不多见。这
使得“以农立国”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等同于
“农业立国”论，直到吕瑞庭和米迪刚分别提出自己
的“立国”论。那么，应如何定位吕、米二人对传统
“以农立国”思想的突破呢？以下将着重从吕、米二
人“立国”论与２０世纪前期的“以农立国”论、“以工
立国”论、“建国”论以及“乡村建设”思想之间的异同
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以农立国”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追溯
到先秦时期管仲、孔子、商鞅等人的“重农”思想。此
后，农业一直被置于治国安邦的突出地位，直到晚清
时期，由于“重商主义”“以商立国”“工商立国”等思
想的冲击，“以农立国”的国策发生动摇。进入２０世
纪以后，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和“重农”思潮的复苏，
关于“以农立国“的言论又开始增多。在１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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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即米氏“建国”方案中的第九项“经济制度”，鉴于其核心内容为财富分配制度，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称为财富分配制度。

米迪刚：《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４０４页。

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２６９页。米迪刚：《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

第３４５页。

梁漱溟曾经指出，“四五十年前普遍地是救国呼声，那时却没有人说‘建国’。近一二十年则大家都在说建国，而‘救国’的话又不说了。

试看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从说救国转到说建国之一好例。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改组时，他的演说正是一面着重提出了建国口
号，一面又沿用救国的熟语。说法不同，作法亦就不同。更且要知道，说法之不同正是代表了作法之不同。”“不管说救国或者说建国，总是要解
决近百年来的中国问题。”表明民国成立后，“建国”口号已逐渐取代了“救国”的地位。参见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
己）》，《梁漱溟全集》第３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１９页。

尽管“以农立国”在米迪刚列出的１２大问题中仅位列第三，但实际上却贯穿于整个方案之中，如政府组织系统方面也强调“教育实业
警察各厅之职务，须一律注重农业以保农村立国之精神，用资巩固社会固有之基础”。参见米迪刚：《中华民国建国方案说略》，尹仲材编述：
《翟城村志》，第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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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间，张之洞、陈锦涛等人的言论已含有“以农
立国”之义。如张之洞等指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
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故汉
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
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
运。”陈锦涛认为：“窃维立国之道，以民为本，养民之
法，惟食为天。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
业之盛衰，恒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①

继吕瑞庭和米迪刚之后，章士钊是“以农立国”
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１９２２年以后，章氏先后发表
了《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农村自治》《注重农村生
活》《农国辨》《何故农村立国》等著作和演讲，申述
“农村立国”主张，并与杨铨（杏佛）等人进行争论。
其主张大体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１９２２—１９２３
年间，将“农业立国”论扩展为“农村立国”论。１９２２
年１０月，章氏尚表示：“我们中国以农业立国，谁都
知道的，欧西以工业立国，谁也知道的，无容再
说。”②仅仅３个月后便又表示：“故吾此次欧游所得
之结论，乃中国宜保存农业立国之制，以后提倡农
村，使一村自给自治。一村如此，一县一省莫不如
此，乃农村制推行各省，国乃可治也。然以农村立国
者，决不至如以工业者以生产有剩，竞争市场，而至
血战不解也。”③自此，章氏开始频繁使用“农村立
国”代替“农业立国”。二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阐述
“农国”内涵。认为“农国对于当今之工国言之，凡国
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
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
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④ “农国”与
“工国”的本质性区别在于“以工国之精神兴农，有农
仍为工国；以农国之精神兴工，有工仍为农国而
已”。⑤ 三是在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

应“农村立国”。“此愚所为鸟瞰天下，内观国情，断
然以农村立国之论易天下，无所用其踌躇者也。”⑥

四是初步提出了“改良农村”的设想，认为要“注重农
业”，应“改良农村”；“把无产业的游民，一起送田间
去”；“士农应连成一气，达到握笔为士，罢笔为农就
好了。”⑦同时应以村为单位改良农村，以最终实现
治国的目标。“改良湖南，第一步须改良农村。改良
农村方法，兄弟所理想的地方非常之小，顶好以农村
为单位，调查一村内农产物之出产额几何？如不足，
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买（卖）出，概由公共管理，以
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
可以无衣食之虞。由此修筑通路，改良建筑，办小学
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⑧然
后逐步将农村制由各县推行到各省，以达到“国乃可
治也”。⑨ 五是提倡“农村立国”时，并不排斥发展工
业。“何言乎以农立国也？夫农与工相待。”瑏瑠“夫农
国不应妨工，工国不应妨农，其义钊夙主之。即吾国
士农工商四业齐举一点，证之已足，他无论已。”“所
谓农国不应妨工者，必其工为农国之工然后可。”瑏瑡

经过３０年代的相对沉寂之后，“以农立国”论在
４０年代被重新提起，且引发了又一次“立国”之争。
作为这一时期“以农立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杨开
道于１９４０年初发表了《中国以何立国？》一文，断言
“过去的中国是以农立国”；“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以农
立国”；“将来的中国还是要以农立国”。瑏瑢 随后又在
《再论中国以何立国》《现代农业国家诠释———中国
民族前途预测》等文中作了申论。然而，主张“以农
立国”并不意味着杨氏反对中国发展工业。杨氏一
面指出：“农工商百业都是立国要素，几乎缺一不
可”，瑏瑣一面强调：“现代农业国家并不是不向工业化
的路上走，尤其不是不向机械化的路上走。不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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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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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农学报》第１６２期，姜亚沙、经莉、陈湛绮主编：《中国早期农学期刊汇编》第７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
制中心，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７３页。《财政部长陈锦涛呈请筹设兴农殖边银行文》，（上海）《申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３日。关于这一时期“以农立国”论的
详细论述可参见王先明等：《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２０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章士钊：《注重农村生活———章行严在甲种农业讲演》（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５１页。

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３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第１６０页。

章士钊：《农国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２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第２６７页。

章士钊：《农国———答石克士》（１９２５年７月２５日），《章士钊文集》第５卷，第６８页。
《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２—１３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第２０３页。
《注重农村生活———章行严在甲种农业讲稿》（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第１５２页。
《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在湖南教育会讲演记》（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８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第１４６页。
《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３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第１６０页。
《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２—１３日），《章士钊全集》第４卷，第２０１页。
《农国———答董时进》（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２日），《章士钊全集》第６卷，第４７２页。

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周宪文主编：《新农本主义批判》，上海：国民出版社，１９４５年版，第１１页。

杨开道：《再论中国以何立国？》周宪文主编：《新农本主义批判》，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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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要工业化，一切国家都要工业化，都向工业化和
机械化的路上走，那是经济史上的铁律，没有人敢出
来反对，作者尤其没有反对过”，①同时还主张：“将
来的中国不是没有工业只有农业，而是会和一班国
家一样有国防工业。不过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的
最高程度，只能到自足自给。”②

与杨开道等人不同，另一代表人物翁文灏既提
倡“以农立国”，又主张“以工建国”，使农业与工业化
相配合。“然而‘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
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
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
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③“立国
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④

从杨、翁二人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农”
的理解上，杨、翁二人又回到了“农业立国”论。然
而，这样的回归显然并不是对传统“农业立国”论的
简单重复，而是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集中反映：到了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
发，中国东部工业区沦为敌占区，政治中心转移到大
西南和大西北之后，直接面临着“工业不振，农业衰
颓，人民谋生不易”的局面；中国虽然有着发展农业
的传统和优势，但在与工业较发达的日本抗衡时，处
于明显的劣势；此时期的“以农立国”论者已转变为
新农本主义者，他们也要求“要农业机械化起来，工
业化起来”；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部分有识之士
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战后重建路径的选择。⑤ 这些变
化使当时的“以农立国”论与“工业化”和“抗战建国”
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杨、翁等人对“以农立国”论
的阐释，也更多地是在以“工业化”为参照，将“农业”
与“工业”并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时期的
“以农立国”论更多地体现为“农业立国”论。
对吕瑞庭和米迪刚的“立国”论与２０世纪前期

其他代表人物的“以农立国”论进行综合比较可知：
张之洞、陈锦涛等人虽然已对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
有所关照，但基本立足点仍在维护农业的基础地位；

对吕瑞庭提到的开矿山、修铁路，米迪刚强调的近代
交通建设、大规模工业收归国有、改良农村组织、传
贤政体等鲜有论及。章士钊关于“农国”与“工国”含
义的阐释为吕瑞庭、米迪刚二人言论所未及；其所强
调“以农立国”而不排斥发展工业的思想，与吕、米二
人有相似之处；关于“注重农业”与“改良农村”关系
的认识和由“村治”到“国治”的设想，与米氏由“村
治”到“国治”，一面保持“农村立国”精神，一面振兴
工商业，以及通过改良农村促进农业发展以改善民
生等想法不谋而合。⑥ 杨开道和翁文灏的“以农立
国”论与吕、米二人的“立国”论相比，异同主要有两
点：其一，在对“农”的理解上，杨、翁二人更多地是将
“农业”与“工业”对举，使“农”的含义又回到“农业”
上。这一点与吕氏基本一致，而与米氏不同。其二，
在对“立”的认识上，翁氏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
国”观点，杨氏论述了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
农业国家”还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问题。
二人的某些认识与吕、米二人关于发展工业和近代
交通等想法有一些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已和胡
适、蒋廷黻等人的“建设现代国家”的认识较为接近。

“以工立国”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王韬、薛福成等人的“以商立国”论和“工商
立国”论，比较早而明确的表述则是１８９７年梁启超
的“他日必以工立国”和１８９８年康有为的“定为工
国”。⑦ 进入２０世纪，由于“重商”与“重农”思潮的
交织影响，“工商立国”“以农立国”和“农工商并重”
的言论均曾见诸报刊。但在１９０１—１９２２年间，“工
商立国”论与“以农立国”论的地位稍有更替。在
１９１１年以前，“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如《论中国工
艺有振兴之机》《兴工艺说》《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
等文，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工商立国”的色彩。１９１２
年以后，虽然“工商立国”仍有一定声势，但国内局势
的变化并未给“工商立国”论提供更大的空间，特别
是１９１６年袁世凯死后，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
荡、民不聊生，给“以农立国”论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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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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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道：《现代农业国家诠释———中国民族前途预测》，周宪文主编：《新农本主义批判》，第８０页。

同上书，第８２页。
《以农立国 以工建国》（１９４０年８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

９１１页。

同上。

参见王先明：《走近乡村———２０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第１７９－１８６页。

米氏强调“福民利国，兼顾并筹，舍振兴实业，实无他道，……，而根本计划尤在务农。”认为“就内地农村而论，果能如前节所述对于改
良农村之计画，逐渐施行，农民生计，必倍加活动。”这表明其认为农业是农民生计的根本，而推行农村改良则可以促进农业发展，使农民生计
“倍加活动”。参见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第３１３页、第３４０页。

张霞：《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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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① 于是便出现了《农业立国意见书》《余之中
国社会改良主义》等篇幅较长，内容略成体系的“以
农立国”论著作。“工商立国”论反而略显沉寂。
在１９２３年章士钊明确提出“农村立国”主张之

后，杨杏佛、杨明斋等人发表了批评文章。一场关于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应声而起。在论
争中，吴景超、张培刚、周宪文等成为“以工立国”论
的主要代表人物。吴景超分别于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
发表了《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我们没有歧路》和
《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②等文章，１９３８年又发
表了《建国所需要的工业》一文。③ 其“以工立国”论
的主要观点为：中国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道路，才能
图存；应当努力发展都市，如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
充金融机关，“使他对于附近的农村，有更大的贡
献”；“中国如想在二十世纪内，变成一个强国，自然
非放弃以农立国的主张不可……所谓建国，其要旨
便是发展工业，这是大多数的人所承认的”；“以工立
国”和“走工业化道路”并不意味着反对发展乡村工
业和农业。
张培刚分别于１９３５年２月和１９４５年发表了

《第三条路走得通吗？》和《农业与中国的工业化》等
著作。他强调，即使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其农业也
应工业化，“因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
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
业化的农村”；④中国经济建设应走工业化路径，但
并不反对“提倡农村工业”⑤；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应通过科学途径对农业进行改良
和调整。⑥

周宪文先后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０年１月发
表了《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漫谈农本》和《再论中
国不能以农立国———兼与杨开道先生商榷》两文，在
批评杨开道的“农业立国”论的同时，阐明了“工业立
国”的主张：过去中国可以“以农立国”，但到以机械

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工业就取代农业成为“现代
立国的唯一基础”；在农业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附庸
的时代，“靠农业已不能立国，要立国只有靠工业”；
过去的国家都是“以农立国”，“现在的中国，仍然是
一个农业国家，但说不上以农立国”，⑦“将来的中
国，只有向工业迎头赶上去，才有立国的希望”；⑧

“以工立国”不意味着轻视农业。⑨

比较吕瑞庭和米迪刚的“立国”论与吴景超等人
的“以工立国”论，可以看到：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
前者将农业和农村置于首要位置，而后者则将工业
化置于首要位置；其最大的相似之处则在于，二者均
十分重视处理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均比较重
视近代工业的发展。

“建国”论的形成以孙中山《建国方略》和《国民
政府建国大纲》为主要标志。孙氏的“建国”论可以
概括为：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
设中华民国；建设之首要为民生，政府应当与人民协
力，共谋农业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发展以裕民
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
河以利民行；政府应当训导人民行使选举、罢官（罢
免）、创制、复决四权；政府对内扶植弱小民族，对外
抵御侵略，恢复国家独立；建设分为军政、训政、宪政
三个时期；修建港口、铁路，发展工矿业等。瑏瑠

继孙中山之后，邵元冲在１９２９年出版的《建国
之路》一书中，提出训政是孙中山所说的建国的基
础。他认为，要完成建国，应进行三个方面的建设，
即国民党建设化，使党能够担负起训政和建国的责
任；政治学术化，使政府能够担负起筹备基本设施的
责任；民众的智识化，使民众能够认识民权、了解民
权或运用民权。瑏瑡

进入３０年代后，胡适、吴景超、闵仁、刘振东等
先后发表了一些“建国”言论。胡适指出当时的大问
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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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王先明：《走近乡村———２０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第２３－２７页。

以上三文见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５－９０页。

吴景超：《建国所需要的工业》，《中国社会》，１９３８年第１期。

张培刚：《第三条路走得通吗？》（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７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
论争文选》，第７８３页。

同上书，第７７９页、第７８２页。

张培刚：《农业与中国的工业化》（１９４５年），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
选》，第９４１－９５０页。

周宪文：《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漫谈农本》，周宪文主编：《新农本主义批判》，第６－７页。

周宪文：《再论中国不能以农立国———兼与杨开道先生商榷》，周宪文主编：《新农本主义批判》，第２５页。

周宪文：《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漫谈农本》，周宪文主编：《新农本主义批判》，第１０页。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３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１２６－１２７页。《建国方略》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６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４７－４１１页。
《自序》，邵元冲：《建国之路》，上海：建国周刊社，１９２９年版，第１－２页。



第２期 熊亚平：“以农立国”思想的历史性转折

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
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① 吴景超强调只有国
家统一才能谈“建国”。② 闵仁指出认真建设要以解
决人的问题“尤其是中央主持者领导者的问题”以及
人力和财力问题为条件，对外应打倒洋货，设法减免
入超；对内应救济农村、普及教育、流动人才和“使人
民感得国家有可爱”。③ 刘振东强调：“三民主义中
心思想之确立，则实为民族复兴国家建设之根本要
着焉。”④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于１９３８年公布了涵盖外
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多方面内容的《中国
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求“抗战必胜，建国必
成”。⑤ 纲领公布后，关于“建国”和“抗战建国”的言
论骤然增多。纲领中“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
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
合作，调解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开发矿
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
各地之手工业”⑥等条款，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到１９４０年“立国”之争告一段落后，各种“建国”言论
更加层出不穷。尽管这一时期的“建国”论仍含有
“建立国家”这一基本诉求，但更重要的内容则是以
下几点：建国以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现代化国家为
目标；经济建设是建国的首要问题，为抗战服务的国
防工业和重工业又是经济建设的重点；抗战建国应
走工业化道路，实现手工业、农业、交通、国防工业的
机械化；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关系国计民生的
铁路、邮政、煤矿等，应由国家经营管理；抗战建国要
复兴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合作事业，“农业对于国
家的重要，绝不至因工业化或现代化而减轻”；抗战
建国不能只靠军事集团的力量，更应有全社会力量
的参与。⑦

将吕瑞庭和米迪刚的“立国”论与“建国”论比
较，可以看到：一方面，吕氏关于开矿山、修铁路的认
识，米氏关于发展近代工业、近代交通、大规模工业
收归公有等认识，已与“建国”论有了某种程度的共
同之处；另一方面，吕、米二人的“立国”论仍然强调
农业和农村为本位，这与大多数“建国”论者所强调
的以工业和城市为本位的主张，又有明显的差别。
尽管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但思想渊源却至少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之初“以农立
国”的孕生。⑧ 作为“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吕瑞
庭和米迪刚的“立国”论和“乡村建设”思想之间，便
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吕氏的《农业立国意见书》虽
然着力于阐明“农业立国”的理由，与“乡村建设”之
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但在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方面，
与“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梁漱溟等人并无实质性区
别。⑨ 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吕氏的“立国”论应是
世纪初的“以农立国”论与“乡村建设”思想之间的一
个中间环节。“它形成了其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
起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瑏瑠

与吕瑞庭相比，米迪刚与梁漱溟等人的认识具
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二人均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均重视发挥农村组织的作用；均强调应以农村
为本位建设中华民国，等等。不仅如此，米迪刚等人
的“立国”论还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相当
程度的影响。瑏瑡 这一点，在梁氏的著作中有极明显
的体现。例如，梁氏在《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
一文中写道：瑏瑢

所以十三年（１９２４———引者注）间，鸿一先生连
合米迪刚先生创办《中华报》，请尹仲材先生为主笔，
组织一研究部，要从这个意思讨论得一具体建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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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１９３３年第７７号。

吴景超：《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１９３４年第８４号。

闵仁：《建国与建设》，《独立评论》，１９３４年第１０３号。

刘振东：《建国复兴之根本问题》，《文化建设月刊》，１９３６年第９期。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黄埔出版社编：《抗战建国纲领释义》，出版地不详：黄埔出版社，１９４０年版，第２９３页。

同上书，第２９５页。

参见白瑞光：《论建国》，《三民周刊》，１９４０年第１期。王世颖：《农村工业化与抗战建国》，《经济动员》，１９３８年第９期。胡秋原：《今后
建国之根本问题 政治民主与工业建设》，《军事与政治》，１９４４年第１期。宋君实：《工业与建国》，《新动力》，１９４６年第３期。陈大燮：《战后工
业建国之途径》，《机工》，１９３８年第２期。《抗战建国纲领之经济中心观———经济建设又以发展农村奖励合作为主要目的》，《时事类编特刊》，

１９３８年第１５期。董时进：《农业与建国》，《西南实业通讯》，１９４３年第１期。万民一：《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建国前途》，《建设研究》，１９３９年第

３期。

王先明等：《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２０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也有学者认为，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也属于“以农立国”论者。参见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第３５６－３７６页。

王先明等：《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２０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关于米氏思想对梁氏的影响的讨论，还可参见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梁漱溟：《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１５－１６页。对照前文所引《翟城村》一书中之《治平大纲》可知，《梁漱溟
全集》中“县治与省治之实与事项”的“实与”二字，系“宾兴”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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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全不曾参加。不过有时鸿一先生拿他主张的，
征问于我；我必尽情贡献我粗糙的感想意见而已。
后来他们以讨论所得结果，出一本《建国刍言》；内容
先谈原理，后提出一《中华民国治平大纲草案》。其
中很有些伟异的识见与主张，———大纲上第一条规
定了传贤民主国体，第二条规定了农村立国制，我颇
点头承认；然我总不敢信，就是这样便行。

《治平大纲》共十七条，每条于条文之前有一小
题目。其目如次：民主传贤国体，农村立国制，村治
纲目，县治与省治之实与事项，选贤与传贤，考绩制，
中央行政，省行政，县行政，均田制度，因利的金融制
度，公营的营业制度、工商制度，礼俗、军制，度支，附
则。内容卤莽灭裂，在所不免，然亦自有难能可贵
之处。
这两段文字清晰地反映出梁氏部分地认同了米

氏的主张。
梁氏又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写道：①

作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
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
大效用。须知今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崩溃，乡下沉
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
（如教育一面、工业一面、都市一面、乡村一面等），所
得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
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上述文字清楚地表明，梁氏在通过“乡村建设”

来实现中国建设的路径选择上，与米氏颇为一致。
因此，米氏的“立国”论也是梁氏“乡村建设”思想与
世纪初“以农立国”论之间的中间环节之一。
限于篇幅，上文关于“以农立国”论、“以工立国”

论、“建国”论主要内容的概括以及吕瑞庭、米迪刚二
人的“立国”论与“乡村建设”思想之间关系的总结，
难免有疏漏之处，但将“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之间关
系”认定为其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应大体与实际
相符。② 因此，上文所作的比较分析，应有助于揭示
吕、米二人“立国”论的历史定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数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在内忧外患之中，“商业立国”论、“工商立
国”论、“以工立国”论相继而起，并一度与“以农立
国”论形成此长彼消之势。经过２０至４０年代的两
次“立国”之争，各种“立国”论逐渐融入“建国”论之

中，成为２０世纪前期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以农立国”论之所以能够迅速融入“建
国”论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应在于“以农立国”论
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即由“农业立国”转向
“农村立国”，由单纯探讨“立国”问题转向对中国建
设之路的探索，其本质则由“立国”时如何更好地维
护农业的地位，转向“建国”中如何正确处理农业与
工业的关系。

“以农立国”论内涵的历史性转折虽然完成于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但其起点却可追溯至２０世纪的最
初２０年，尤其是吕瑞庭和米迪刚二人的“立国”论。
尽管吕氏的“立国”论更倾向于维护农业的基础地
位，米氏的“立国”论也强调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欧
美物质文明为辅来建设中华民国。但吕氏关于开矿
山、修铁路的言论，米氏关于发展近代交通、近代工
业以及大规模工业收归公有等认识，却为此前“以农
立国”论中所未有；米氏关于传贤政体和政府组织的
设想，亦为此前“以商立国”论和“以工立国”论中所
鲜见。虽然吕、米二人关于“建设”“改建”和“建国”
的认识仍然具有“立中有建”“建中有立”的过渡性特
征，关于农业与工业、“立国”与“建国”之间关系的见
解也远不如章乃器、翁文灏等人深刻，但作为２０世
纪最初２０年中较成体系的“立国”论，二人的“立国”
论在２０世纪前期“以商立国”“工商立国”“以农立
国”与“以工立国”思想的此消彼长之间，在“以农立
国”论发生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仍具有历史性的转
承价值和重要的过渡性地位，同时对梁漱溟等人的
“乡村建设”思想也有过一定的影响。

四

在１９２３—１９４８年间发生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
道路的争论中，“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无疑是一
个焦点问题。作为支持“以农立国”的主要代表人
物，章士钊、杨开道等人的主张曾遭到猛烈的批判。
时至今日，则既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当时的“以
农立国”思想进行研究，或认为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
值，或认为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
和主张。③ 也有学者对“以农立国”持批评态度。显
然，不同时期的批评意见更多地呈现了“以农立国”
论者保守落后的一面。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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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１６１页。

郑大华也指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促进农业以引发工业，还是发展工业以救济农业，抑或先
农后工？亦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走“农化”的道路，还是走“工化”的道路，或者走先“农化”后“工化”的道路的问题。参见郑大华：《民国思想史
论》，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钟祥财：《对２０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中国农史》，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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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评者似乎忽略了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即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以后，“以农立国”论开始发生历史性的
转折。
如果不局限于“以农立国”论与“工业化”对立的

研究视角，而是客观看待章士钊、杨开道、吕瑞庭和
米迪刚等人对“以农立国”的阐释中存在的过多肯定
某些传统因素的问题和错误，并从探索中国建设之
路这一角度考察２０世纪前期的“以农立国”论，就不
难发现，“立国之争”在客观上深化了国人对于中国
建设之路的认识。尤其是以许涤新等为代表的经济
学家，在参与论争和批判杨开道等人“以农立国”论
的过程中，回答了中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中国经济，既不能回头地走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道路，或者是走欧美的旧民主主义道路；又未能走
着最新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走“新民主主义
的道路”；①“这就是我们要使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工
业化所应走的路。离开这条道路而空谈什么‘立
国’，显然是学院式的、‘大煞风景’的空谈！”②因此，
吕瑞庭、米迪刚等人的“立国”论以及其所激发的学
术讨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之路方面，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正如王先明教授所言：“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发展

的两次最重大的转折，即世纪之初革命道路的选择

和世纪末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
意味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依赖于对

乡村社会认识的深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
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③这
一论断深刻地揭示出乡村对于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发
展的重要性。２０世纪前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城
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转而以广大农村为中心，探
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吕瑞庭、米迪
刚、章士钊、梁漱溟、杨开道等人也基于对农业和农
村重要性的认识，从各自的角度对“农业立国”与“农
村立国”、“农业”与“工业”、“立国”与“建国”等问题
进行探讨，成为这一时期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到了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中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面临困境时，中国共产党人再次选择以农
村为突破口，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事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又被作
为重要任务提上日程。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不
仅需要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积极

性，而且要从２０世纪前期关于乡村建设、乡村发展
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相关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因此，吕瑞庭、米迪刚等人的“立国”论，对于当前新
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处理农业与工

业、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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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涤新：《中国经济的道路（节选）》（１９４５年９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
争文选》，第９５２页。

许涤新：《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１９４０年６月４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
道路论争文选》，第９０９页。

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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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家無亚平 

熊业平，陕西丹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理论经 

济学博士后，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熊亚平博士长期致力于华北区域史和乡村建设思想史 

研究。2005年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铁路与石家庄 

城市的崛起：1如5—!937年》（合作）一文，被认为是迄今 

为止关于石家庄城市史研究的最有分量的论文2011年在八 

民出版社出版的《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937》一 

书，是第一部系统论述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 

专著。 

熊老师的主要论文还有：在《史学月刊》上发表的《民 

国铁路联运制度与铁路运输业的发展——以1913_1933年 

间的华北各铁路为中心》（合作 >、《华北市镇管理体制的 

变迁（1902—1937 ) 以警政、商会、自治为中心》，在 

《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的《铁路与华北内陆新兴市镇的 

发展（〗9()5 —〗937 )》（合作），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上发表的《铁路与华北内陆地区市镇形态的演变（1905— 

1937)》，在《民国档案》上发表的《石家庄“市自治”述 

论（〗921—〗928)》，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近代 

天津城市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 

(镇）经济关系为例（〗86(卜I937 )》（合作），在《社会 

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初探（19()4一 

1937 )》，在《学术研究》上发表的《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 

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1937 )》，在《河北大学学报》 

上发表的《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5— 

1937 )》，在《福建论坛》上发表的《卢作手乡村建设思想 

的历史定位——从乡村建设最早提出者问题谈起》等。 

熊老师的专著《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 

1937》曾获天津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此外还参与了专著《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 

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和2]世纪史学系列教材《中国近代史 

(1840—1949)》的撰写； 

熊老师还主持完成两项关于华北区域史研究的省部级 

课题，参与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作者 


